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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帕克《公众形象》中的身份认同与伦理选择
戴鸿斌
内容摘要：获得首届布克奖提名的小说《公众形象》彰显出 20 世纪英国女作家缪里
尔 ·斯帕克试图解决小说女主人公安娜贝尔伦理困境的努力和对人类世界中伦理道德
问题的探究。安娜贝尔在影视界的成名为其家庭带来非同寻常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诉求。
面对接踵而来的各种伦理悖论，安娜贝尔积极找寻合适而有利的伦理身份，全面解决
伦理危机，进而完成对个人理想和独立自由精神的追求。安娜贝尔的伦理抉择为现代
社会带来有益和深刻的道德启示，折射出斯帕克的伦理道德观和个人价值观。作家力
图以客观的非个性化叙事方式呈现了一个公众人物的婚外情事件，然而，从整个的叙
事进程，尤其是从安娜贝尔最终的伦理选择中可以窥见作家的道德观：人类要勇于面
对善恶之争，在自由与约束发生冲突时，必须以正确的伦理价值观为基础，进而权衡
利弊、大胆取舍。由此，《公众形象》成为英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关伦理道德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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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Ethical Identity and Ethical Selection in Muriel Spark’s The Public Image
Abstract: The Public Image, which was on the shortlist of the first Booker Prize in 1969, 
demonstrates Muriel Spark’s attempts to deal with the heroine’s ethical predicament and 
her exploration into the ethical problems in the world. Annabel, the heroine, achieves great 
success in the film world, thus bringing about unusual ethical environment for her family. In 
face of the subsequent ethical paradox and ethical selections, Annabel spares no efforts in the 
pursuit of a suitable ethical identity as well as her personal ideal and liberal spirit. Annabel’s 
selections produce beneficial and wonderful ethical enlightenment, and to some extent reflect 
Muriel Spark’s ethical viewpoints and values of life. Though Spark presents an extramarital 
affair of a public character with her typical impersonal  narrative approach, the author’s 
ethical viewpoints are  revealed through Annabel’s ethical selections. They are as follows: 
Human beings should be courageous in face of the collision between evil and goodness.; 
whenever there exist conflicts between freedom and restriction, people should bravely make 
their choices on the basis of  right and proper ethical values. The Public Image become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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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英国当代著名女作家缪里尔·斯帕克（Muriel Spark, 1918—2006）凭借
其《公众形象》（The Public Image）获得首届英国文学布克奖提名，并入选最后的六
人短名单（shortlist），成为继《琼·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之后的又一扛鼎力作，再次
确立了她无可辩驳的文坛地位。小说出版之际就引人瞩目、好评如潮。拜厄特评价它
是“关于成名对于个人的影响的形而上学研究〔……〕小说短小又精妙，可怕且有趣”
（Byatt 807）。韦斯特认为这本小说写得“特别精彩和优雅”(qtd. in Stannard 351)。斯
帕克在小说中运用了非个性化叙述的手法，不露声色地讲述故事，如同评论家所说的，
“作者冷冰冰地叙述着，好比专业的大夫在解剖尸体”（Fremantle 4）。他认为作者仅
仅是以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客观地叙述，不透露任何情感。然而，有学者对小说进行
价值判断，断定这是一部“黑色的道德寓言”：“罗马是真理的中心，同时又是骗子
云集的地方；〔……〕这是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作品：短小、严密，精彩绝伦”（Kermode 
778）。在 1968 年版小说《公众形象》的封面上，斯帕克本人也指出这是“一个令人
震撼的伦理道德故事”。那么，是否如她所言，这部小说蕴含着深刻的伦理道德启示呢？
新世纪以来，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迅速，如同贝克所言，“近十年来，
聂珍钊先生和他的同事正在致力于把文学伦理学批评发展为充分、完备的学科”（Baker 
14）。本文试图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分析《公众形象》
中的女主人公安娜贝尔（Annabel）对伦理身份的建构、在此过程中遭遇的伦理困境和
她最终的伦理抉择。安娜贝尔的多重伦理身份的错位令她深陷伦理困境，而她由最初
不惜代价不遗余力地维护其演员的公众形象，到最终出于对于儿子的母爱选择了母亲
的伦理身份，可见她自身伦理意识的觉醒：演员是安娜贝尔安身立命的职业身份，尽
管她对此公众形象的庇护令自己名利双收，也使得她差点身败名裂，而母亲身份的回
归令她重获安宁与自由的生活。这部短小精悍的小说不仅生动有趣，更重要的是在道
德层面上蕴含着对读者的多重启迪。斯帕克试图用客观的叙述为世人提供某种道德规
范，并产生一定的警醒作用。
一、安娜贝尔的多重伦理身份与认同危机
《公众形象》中的女主人公安娜贝尔具有多重伦理身份，不同的身份对于她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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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着极大影响，导致了她的认同危机，并决定了她在面对困境时的最终抉择。她的
伦理选择帮助她厘清各种错综复杂的伦理身份，并解决主要危机。聂珍钊教授指出，
“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伦理身份有多种分类，
如以血亲为基础的身份、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道德规范为基础的身份、以集
体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从事的职业为基础的身份等”（《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263—264）。在《公众形象》中，安娜贝尔拥有的伦理身份包括妻子、情人、母亲、 演员。
这些身份的建构过程交织在一起，形成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使安娜贝尔产生认同危机。
对于安娜贝尔伦理身份复杂性的描写展示了斯帕克的小说特色，如同英国著名批
评家里奇曼德所说的，“《公众形象》显示着斯帕克作品的一个“阴暗化”（darkening）
阶段。她的小说体现了不确定性、混乱、不忠诚和暴力等等当代社会的普遍特征”
（Richmond 106）。这其中涉及伦理道德的特征与安娜贝尔的多样化伦理身份息息相
关。就婚姻伦理而言，安娜贝尔兼具妻子与婚外情人的身份，而这两重伦理身份之间
存在永恒与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它们的错位导致了伦理秩序的混乱。“伦理混乱即
伦理秩序、伦理身份的混乱或伦理秩序、伦理身份改变所导致的伦理困境”（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57）。作为弗雷德里克的妻子，安娜贝尔违背了婚姻伦理
中的忠诚原则，在兽性因子的驱使下，与丈夫之外的好几个男人发生性关系。肉体的
欢愉驱使她不断去追寻这种短暂的快乐，但是她并没有从中得到真正的满足感和安全
感，而是感到了无尽的虚无。作者以极为客观的方式描述了安娜贝尔的数次婚外出轨
事件，没有任何情感的渲染和心理活动的描写。小说叙述到，除了与比利有过短暂的
情人关系外，她还曾经跟一个学生有长达两个月的婚外恋，“那一年，她与一个学戏
剧的严肃的美国学生有过私情。他在她出演的电影内扮演着一个不重要的角色”（Spark 
12）。这段恋情持续时间不长，因为她的丈夫很快对此有所觉察并产生怀疑。虽然斯
帕克使用客观中立的非个性化叙事，并没有对此加以任何道德评判，读者仍然可以从
后面的叙事中揣测出，这段关系不可避免地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夫妻感情。斯帕克还提
到安娜贝尔与电影制片人陆桂的婚外情，“按照本意，安娜贝尔答应为陆桂拍摄新的
片子，但是她在几个月后才敲定此事 。她还说她太累了，不想再与他上床”（Spark 
34）。随后不久，安娜贝尔认为自己迟早会与陆桂产生“真正投入感情的婚外恋”（Spark 
36）。可见，安娜贝尔并非纯粹地追求肉欲的满足，她有着情感上的强烈需求。在安
娜贝尔身上，情与欲并不能截然分离。作为情感丰富的女性主体，仅仅限于身体的交
流是远远不够的，纯粹的欲望满足往往会带来更大的虚空感，唯有丰盈的灵魂才能赋
予欲望更深的意义。
显而易见的是，安娜贝尔对于自己的妻子身份无法产生认同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斯芬克斯因子起到了主导作用。“斯芬克斯因子由两部分组成——人性因子和
兽性因子。这两种因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但是其中人性因子是高级因子，兽
性因子是低级因子，因此前者能够控制后者，从而使人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38）。安娜贝尔拥有多个情人的原因在于某些时候她的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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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在与人性因子的对抗中占据了一定的上风。也许是因为她处于身不由己的演艺界，
耳闻目染一些不良风气，最终她违背道德标准，受制于原欲，纵情于感官的享乐。这
反映了她当时薄弱的伦理意识。
在她试图解决认同危机的过程中，安娜贝尔的自由意志，甚至是自然意志表现强
势，胜出并操纵了她的理性意志。“自然意志主要是人的原欲即力比多的外在表现形
式，自由意志是人的欲望的外在表现形式，理性意志是人的理性的外在表现形式”（聂
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42）。安娜贝尔的理性屈服于其欲望，因此她生活放纵，
引发了诸多家庭矛盾。其事例证明，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的泛滥带来的必然后果是对
社会道德责任感的轻视，进而危及到婚姻和家庭的幸福。安娜贝尔对丈夫的背叛与他
们不和睦的夫妻关系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而且，自从她在演艺界成名后，她忙碌于
工作，致力于进一步塑造更加完美的公众形象和屏幕形象，无暇与丈夫深入交流，忽
略了对原本并不幸福、甚至是岌岌可危的婚姻的呵护和关爱。“如果不是因为安娜贝
尔在后来的一部电影中取得成功，他们现在已经分开了”（Spark 22）。斯帕克多次提
及安娜贝尔的丈夫弗雷德里克频繁考虑分手的事情，“他决定要离开安娜贝尔”（Spark 
28）。当他未能获得安娜贝尔主演的电影中的一个角色时，他的愤怒再次表现出来，“他
现在无时不刻在想着结束这段婚姻、取消这种公众形象，宣布它是空虚和毫无意义的”
（Spark 29）。可见，弗雷德里克要比安娜贝尔更早预见到公众形象的虚伪性，以及要
维系这种公众形象所必须付出的巨大代价。 
安娜贝尔的认同危机不仅仅存在于妻子与婚外情人身份之间，而且也作用于她的
妻子与母亲的身份。在家庭内部，她承担的两种伦理身份——妻子和母亲——形成鲜
明的对照。两种由血缘关系构筑的身份所折射出的成功和失败显示出她伦理身份的矛
盾性，进一步体现了作为个体存在的安娜贝尔在性格方面的多面性。如果说她以婚外
情人的伦理错位来对抗妻子的身份，那么在儿子出生之后，担负母亲伦理职责的安娜
贝尔对于妻子身份的认同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经历了从背离到默认的过程。丈夫弗
雷德里克最后的自杀终结了安娜贝尔的妻子身份。生命的终结意味着现有伦理关系的
消解。无可否认，母亲的身份给予了安娜贝尔极大的责任感、认同感和安全感。作为
母亲，她无微不至地照顾儿子，工作之余的全部精力和时间几乎都投入于此，“这个
名字叫做卡尔的婴儿是她生活的现实。他的存在带给她一种童年以后再也找不到的感
觉，让她觉得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联系是安全可靠的”（Spark 35）。显然，儿子的降临
使得安娜贝尔的伦理身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她不仅仅作为妻子而存在。母亲的身份
使得她意识到自己的伦理责任。新的伦理身份不但改变了她的生活，带给她无限的乐趣，
同时也带来甜蜜的牵挂。安娜贝尔作为母亲的伦理身份在小说中得到渲染和褒扬，体
现了母爱的主题。这种伦理身份的建构为安娜贝尔带来正面的效应，让她在精神层面
上获得极大的满足。因此，有学者评论她儿子“在整部小说中充当着道德上的积极因子，
代表了安娜贝尔的实际情况，同时提供给她一种可选的生活方式”（Whittaker 112）。
这为她日后的伦理选择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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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业身份而言，作为荧幕上闻名遐迩的“虎太太”，安娜贝尔是颇有社会影响
力的演员，这是她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伦理身份，与她的公众形象密切相关。公众形
象不仅包括主体外在的美好形象、优雅得体的举止、恰到好处的言辞，还有主流社会
认同的幸福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所有这一切都与安娜贝尔日益成功的事业相辅
相成，昭示着安娜贝尔是一个为众人艳羡的成功的符号。她已然成为一个象征物，承
载着公众的心理期待。一旦公众形象破灭，将会给安娜贝尔的事业造成致命打击。刚
进入影视界时，她“被要求扮演电影中的不重要角色，经常是同一类型角色”（Spark 
8）。她的角色包括打字员、护士、小保姆等等。如果没有制片人陆桂的“慧眼识珠”，
她可能一直默默无闻。陆桂发现她长相中的优点，设法美化她的眼睛，用夸张的手法
在屏幕上为她塑造出有着像猫或老虎一样“大眼睛”的“虎太太”形象。除了屏幕上
的形象，陆桂为安娜贝尔指派的秘书弗兰斯思珂（Francesca）也在极力提高她在日常
生活中的形象。“安娜贝尔获得良好的开端。与新闻界的其他所有人一样，陆桂的秘
书弗兰斯思珂为作为女演员的她做了有创意的出色报道，因此成功地推出了她与电影”
（Spark 24）。她经常为安娜贝尔和她丈夫拍照，并且刊发出来。弗兰斯思珂甚至不惜
制造假象，故意在照片和宣传中营造一种他们夫妻彼此恩爱的气氛，借此塑造安娜贝
尔在事业和生活上都获得成功的公众形象。经过包装的安娜贝尔迅速走红，多次担任
影片中的主角，获得“英国虎太太”的绰号，成为引人瞩目的明星。社会意义上的伦
理身份奠定了安娜贝尔日益攀升的社会地位，也突出了她的公众形象。然而，公众形
象几乎不太可能与真实的自我相融合。人性本身的复杂善变、多维立体决定了个体无
法永远以光鲜亮丽的正面公众形象示人，虚假的人格面具不能掩盖真实的自我。一旦
二者发生分裂，普罗大众会感觉受到欺骗。公共形象的坍塌带来的不仅是名利的丧失，
更重要的是公信力和人格本身被质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公众形象致使安
娜贝陷入日后的伦理困境并面对艰难的抉择。
安娜贝尔的多重伦理身份相互交织并互为制约。作为妻子的伦理身份与作为母亲
的伦理身份产生一定的矛盾。相较而言，母亲的伦理身份给她带来母性的满足感，而
妻子的伦理身份是非常不成功的。在儿子出生之后，安娜贝尔只能把放在丈夫身上的
原本就很少的精力和时间转移到儿子身上，这样势必淡化了他们之间本来就日渐分歧
的关系。于是，以前就充满怨气的丈夫不惜以自己的死亡为代价，设计圈套来加害安
娜贝尔，以达到毁灭其公众形象的目的。此外，妻子的伦理身份并没有为安娜贝尔带
来所期待的幸福和安定，对于婚姻和家庭的失望令她突破此伦理身份，从婚外情人这
一伦理身份中寻找慰藉。因为不断地更换情人，她的这一伦理身份没能稳固地发展，
而是处于变换和波动中。尽管婚外情人的身份严重影响了婚姻，这一身份为她疲惫和
不幸的婚姻提供了一个释放的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减震作用，让婚姻没有迅速
瓦解。于她而言，演员的身份意味着她是公众人物，因此，她必须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
而婚外情人的身份是个人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她部分真实的自我。在社会的伦
理道德规范约束下，安娜贝尔作为婚外情人有悖于大众的期望，损害了她在公众心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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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形象。个人形象和公众形象之间必须达成表面上的协调统一。安娜贝尔只能尽力
找寻两者间的平衡点。权衡之后，她逐渐舍弃婚外情人的伦理身份，而选择守护自己
的公众形象，全力扮演好演员的身份，因为它有助于她实现自我价值。当然，为了获
得自由和更好地实现自我，演员的伦理身份最后被母亲的伦理身份所取代。这种母亲
的伦理身份促使她为了儿子的利益而回归“更自然和真实的生活”，因此“在伦理健
康方面更加健全了”（Kemp 119）。
二、复杂的伦理两难处境
法国著名学者西苏曾经指出，斯帕克“是无所不在、超然在外的，她避免进行道
德说教”（Cixous 205）。诚然，斯帕较少直接在作品中说教，但是她还是重视艺术作
品的道德说教功能的。“她强调了创作的双重目的：在使人愉悦的同时，还应该起到
教益的作用〔……〕”（戴鸿斌 90）恰如有论者指出的，《公众形象》的主人公安娜
贝尔最后取得了“伦理上的重新觉醒”（Kemp 119）。为了探究斯帕克是如何在看似
超然客观的叙事下，通过安娜贝尔传递了复杂的伦理道德观，达到了道德教育的目的，
首先必须关注安娜贝尔的伦理两难处境。
安娜贝尔的多重伦理身份带来了她性格特征和生活环境的复杂性，使她不得不面
对由此引发的各种伦理困境。她只能试图摆脱这些困境，以尽可能地去维护或恢复伦
理秩序。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伦理困境指文学文本中由于伦理混乱而给人
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伦理困境往往是伦理悖论导致的，普遍存在于文学
文本中。伦理困境有多重表现形式，例如伦理两难，就是伦理困境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58）。小说中，安娜贝尔面临着各种复杂的伦理
两难处境，包括婚姻、事业、亲情等各个方面，而这一切都围绕着她的公众形象展开冲突。
随着情节进程的推进，可以发现，对于安娜贝尔而言，无论婚姻、家庭，还是事业、功名，
与公众形象密切相关的这一切都远不如她与儿子之间的亲子关系来得重要。公众形象
的取舍是安娜贝尔从始至终面临的伦理两难。
安娜贝尔的伦理两难困境首先体现在她对于婚姻的态度中：究竟是继续维系婚姻
还是选择放弃。正如聂珍钊指出的那样，“伦理两难是难以做出选择的，一旦做出选择，
就往往导致悲剧”（《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8）。如果将就不美满的婚姻，她的生
活不会有太大变故，还能在公众面前维系她一直以来苦心经营的正面形象，继续完美
幸福的假象，获取更多的名利。然而她对于这种关系有些于心不甘，随之而来的负面
情绪日渐加剧，生活质量也有所下降。如果放弃婚姻，她将摆脱伦理困境，获得个人
自由。但是这将对于她的公众形象造成重创，对她的事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接着也
会破坏她虽然不幸但还算是相对太平的生活。对于安娜贝尔而言，如何选择对她造成
极大的困惑，无论哪种选择都难以令人满意，并会产生悲剧。这种伦理困境始终伴随
她左右，直至其丈夫弗雷德里克用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为他们悲剧性的婚
姻画上句号。
尽管安娜贝尔的婚姻困境随着丈夫的离世而烟消云散，她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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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难的困境，而是面临另一种更加艰辛的两难境地。从某种意义上讲，新的处境比以
前的两难境地更加棘手，因为它的牵涉面更加广泛。这种两难是究竟保持公众形象以
维系声誉，还是舍弃公共形象求得真相大白。这对她而言是个更大的挑战。保持公众
形象意味着她可以维系表面的安宁与平静，这符合公众形象的利益诉求，但是她不得
不接受所谓的朋友比利的敲诈勒索，这样她还必须付出经济上的代价；而如果舍弃公
共形象，她可以大胆对抗无赖朋友比利，努力伸张正义，她丈夫自杀的原因也会真相
大白，这符合她的伦理道德诉求，但是她的名声与事业必将遭受重创，陷入绝境。
最终，安娜贝尔面临着更为重大的两难处境，即维系公众形象还是守护母亲的伦
理身份。如果选择维系公众形象，虽然她可以继续以往的生活，但是她将不得不屈从
于比利的勒索，并耗费心机对新闻媒体和法院解释自己丈夫的自杀，只有她成功了，
才能被制片人陆桂和广大的影迷所接纳，才能恢复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受损的名誉，重
新进入演艺圈，取得更大的成就。如果选择母亲的伦理身份，带着年幼的儿子离开，
她可以寻找到完整的自我，无需受制于比利以及社会的舆论等等，同时也可以更好地
保护了儿子，使他不受舆论的关注和牵累，从而拥有安宁的生活空间和优质的生活环
境。从此意义上讲，她张扬和庇护了作为母亲的伦理身份，因此实现了自己的伦理价值。
然而，她将失去演员的工作和颇费心思赢来的一切名誉。
显而易见的是，《公众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蕴含的“潜在的道德力量”
（Whittaker 115）。如同《伦理学核心术语》中所说的，“关爱这个概念被用于作为伦
理道德叙述的基础”（Kuusela 11）。正是基于对儿子的关爱之情，安娜贝尔渴望远离
是非，为儿子找到宁静的环境，维护她作为母亲的伦理身份，因此是符合伦理的；然
而，她的离开将留给外人无尽的猜想，加上新闻界可能的不实报道，可能会导致周围
人的伦理混乱，破坏了正常的伦理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又是错误的。她是否从
短暂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延续以往的生活模式，追求更加完美的事业，或者带着儿子
彻底离开这个喧嚣的城市，重新开始，也许会是开始崭新的平静生活？如何解决困境
还取决于她对生活目标和价值观的定位：是否不顾社会的一切羁绊，达到追逐名利的
目标？或者追求真正的自由，实现自己认可的人生价值，与儿子过上无拘无束但波澜
不惊的安逸生活？无论做出何种选择，都将导致部分利益的丧失。正是由于难以判断
终极选择的利弊，安娜贝尔面临伦理两难时颇为踌躇。小说结尾处她登机前的心理活
动体现了她对儿子与自由的感悟，“等待登机的顺序时，她同时感觉到自由和不自由。
行李包的重负已经不在了；她觉得肚子里好像还很神奇地怀着孩子，但是她事实上并
没有怀孕”（Spark 124）。显然，对她而言，自由是相对的，一方面，逃离了公众形
象这个虚假的人格面具让她觉得自己是自由的，另一方面，出于对儿子的高度责任感，
她又是感觉不自由的。
三、艰难的伦理选择
聂珍钊教授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从人的本质的立场理解伦理选择，而且
认为伦理选择是文学作品的核心构成。文学作品中只要有人物存在，就必然面临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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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问题。在文学作品中，只要是选择，必然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选择。只要是两
个及两个以上的选择，就必然增加选择的复杂性和导致选择结果的不同”（《文学伦
理学批评导论》267）。伴随着每一次伦理困境的出现，安娜贝尔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着
各种伦理选择。这些选择反映了斯帕克对于作品的教益作用的强调。在一次访谈中，
她说：“难道你不认为，我们作家的工作就是这样吗：营造诚实的气氛，使人自知，
还有制造荒谬和活泼轻快的普遍感觉，以此来保护我们免受来自社会的可笑的压迫”
（Toynbee 74）。这体现了斯帕克“寓教于乐”的文学观。在《公众形象》中，安娜贝
尔多次面临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伦理选择。她在关键时刻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可
以说，作品中描写的一切都是以安娜贝尔的伦理选择为基础。她的各种选择推动着整
部小说叙事进程的发展。小说最终的伦理选择解放了安娜贝尔，使她“经历了一场道
德觉醒，决定置身于琐碎和堕落的事件之外”（Richmond 106）。
安娜贝尔最初面临的伦理选择就是是否继续保持妻子的伦理身份，妻子身份不仅
仅关乎她个人的幸福，更是她塑造公众形象的重要手段。在丈夫去世之前，安娜贝尔
与他的矛盾冲突成为她是否选择离婚的关键。安娜贝尔刚结婚时，与丈夫的关系一般。
当她在电影事业上略有成就时，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当初她小有名气时，她的
婚姻濒临终结”（Spark 13）。他们彼此缺乏信任感，因此他们的婚姻充满了非理性意
志——“主要指一切感情和行动的非理性驱动力”（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251）。在非理性意志的驱使下，他们不只是在感情上互相背叛，而且无视社会的伦理
道德规范，肆意寻欢作乐。“非理性意志属于伦理学范畴，往往带有价值判断”（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51）。斯帕克客观描述他们的婚姻背叛，接着又浓墨详述他
们婚姻关系的逐渐恶化，在看似不经意的书写中隐含了她本人的价值判断，警示读者
以此为鉴。安娜贝尔在选择的困惑中摇摆不定。如果她选择中断婚姻，她失去的不仅
仅是丈夫和家庭。她将失去事业和名誉。她和她的电影制片人一直在尽量塑造她家庭
幸福的形象，以此博得更多观众对她的支持和关爱。如果离婚了，公众形象将轰然倒
塌，势必给她的声誉和事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如果她选择守护婚姻，她
将不得不忍受着丈夫带来的种种困扰和伤害——他总是瞧不起她，“在她与男性朋友、
特别是比利在一起时，她的丈夫时常用宽容的态度温和地暗示她的愚蠢”（Spark 9）；
他不找工作，而是“越来越多地呆在家里，常常一整天都呆在他们肯辛顿的房子里。
他的开销全部由她负责”（Spark 9）；他的脾气越来越坏，“有一次，他过度保护着
自己的尊严，冲着一个电影导演大发雷霆。她开始感到了不安”（Spark 11）。种种迹
象表明，他们的婚姻危机四伏。在婚姻和公众形象之间，安娜贝尔选择了后者。为了
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她选择维系名存实亡的婚姻，继续拥有妻子的伦理身份。但是，
她与丈夫都分别拥有婚外情人，也就破坏了婚姻伦理中的契约精神。随着伦理规则和
伦理秩序的被破坏，他们遭到了惩罚——婚姻以一种可悲的形式解体，验证了聂珍钊
教授所说的 :“社会的伦理规则是伦理秩序的保障，一个人只要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就
必然要受到伦理规则的制约，否则就会受到惩罚”（《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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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19）。
由于丈夫的自杀，安娜贝尔不得不设法应对这种局面，这带来了第二个伦理选
择。在明知丈夫设计陷害自己的情况下，她选择以违心的谎言来维护自己的公众形
象。她的选择折射出她的心路历程和伦理价值观。当得知丈夫身亡的消息时，她非
常震惊，似乎不能接受丈夫自杀的事实，也不能理解他为什么把自杀的地点选在教
堂附近，“选择跟一些殉教者死在同一地点？为什么呢？”（Spark 57）当她获知他
跳窗自杀的具体时间点后就恍然大悟，确定丈夫在设计陷害她，“他叫人来参加那
个可怕的狂欢会。他想让她双手染血，让她的公众形象染上血污〔……〕”（Spark 
58）在打电话向秘书求助和勇敢面对媒体这两种想法之间，她选择了后者，“她自
己现在必须变成老虎”（Spark 58）。此后的各种表现充分显示了她坚强的性格特
征：在遭受重大打击后，她迅速恢复过来。为了避免公众形象受到损害，她到医院
见到丈夫遗体后，毅然决定在家举办记者招待会，并且在真实和谎言之间选择了后
者。首先，她没有向媒体透露自己已经猜到丈夫自杀的真正原因，而是说，“我现
在非常困惑。〔……〕我不相信他会自杀，永远不相信”（Spark 72）。安娜贝尔
在新闻会上的选择暂时解决了她的形象危机，但是她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虽然
她应对自如，她的撒谎行为本身违背了伦理规则，招致一连串不良后果。安娜贝尔
原本以为凭借谎言可以解决一切，可是她始料不及的是，这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选
择 。 
英国斯帕克研究学者佩奇认为，安娜贝尔的最终选择让她“通过反抗了总是试图利用
她的男人的世界而实现了自我”（Page 67）。这个选择关乎如何应对他们共同的朋友
比利的敲诈勒索。从最开始不惜以重金收买比利以维护公众形象到最后她彻底抛弃了
完美的假面具恢复了母亲的伦理身份和回归真正的自我，可以看到安娜贝尔的伦理抉
择彰显了正义的不可战胜。比利在安娜贝尔丈夫去世后告诉她，“我先到这里的。我
拿到了能拿到的所有文件。〔……〕我拿到了他自杀前的所有信件”（Spark 76）。安
娜贝尔非常了解比利，猜到他会利用这些信件来要挟她。她看到信件之前又说，“比利，
如果你就想要钱，我身上没有。你得等等，跟我律师处理这事。当然，我们会付钱的”
（Spark 80）。这就是安娜贝尔最初的选择——用金钱满足比利的私欲，保证丈夫的信
件内容不会泄露，这样就可以继续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这种选择实际上就是无原则
的纵容，间接导致了比利的贪欲无限膨胀，不断开口敲诈。尽管他把所有信件原件交
给安娜贝尔，他还继续利用复印件敲诈她的律师。安娜贝尔可以如同律师建议的，最
后一次满足比利，付给封口费，并与他签下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防止他继续敲诈。
但是，她的选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她在法庭上公开从比利那里买来的信件，指
出丈夫的险恶用心。她有力地打击了比利，粉碎了他的阴谋，也昭示着正义的胜利。
小说接近尾声时，她毅然离开法庭，抱着儿子直奔机场，踏上新的旅程。毫无疑问，
她的揭露真相和不辞而别即将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表面看来，她将因此失去世俗名利、
公众形象和演员的伦理身份，她先前为维护公众形象的一切努力也将前功尽弃。实际
上，她展示了真实的自我，从此摆脱了一切羁绊，获得充分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她
获得的回报。就此而言，西苏的如下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小说中的“美德没有得到回
报”（Cixous 208）。安娜贝尔的选择类似乔伊斯小说中的顿悟：“顿悟变成了现代诗
歌和小说中频繁出现的标准形式，描写了对普通物体或场景的突然间的揭示”（Abrams 
81）。此种伦理顿悟是她理性意志回归的最充分体现，因为她的舍弃表明她为儿子守
护了母亲这个家庭伦理身份，同时象征着她对以比利为代表的邪恶势力的抗争，彰显
了不妥协的态度，在一定意义上恢复了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因此，有论者认为斯帕
克借助这部小说“讲述了真正的伦理道德意义上成长”（Kemp 120）。显然，对安娜
贝尔而言，这是精神上的真正成长。
无可否认的是，“抽象的伦理价值体系还无法深入内心，润物无声。一旦它有了
文学的形象思维的血肉，才有鲜活的生命力”（陆建德 20）。英国女作家斯帕克正
是借助小说《公众形象》，以主人公安娜贝尔公众形象的建构、发展和消亡为伦理主
线，通过展示受制于外在公众形象的演员安娜贝尔的身份危机、伦理两难与伦理选择
之路带给人类丰富的伦理思考和道德启迪，达到了文学的根本目的，“为人类提供从
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
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
17）。尽管斯帕克力图以客观化的非个性化叙事方式呈现了一个公众人物的婚外情事
件，她自始至终并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道德评判，然而，从整个的叙事进程，尤其是
从安娜贝尔最终的伦理选择中可以窥见作家的道德观：人类要勇于面对善恶之争，在
自由与约束发生冲突时，必须以正确的伦理价值观为基础，进而权衡利弊、大胆取舍。
作为斯帕克得意之作的《公众形象》成为英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关伦理道德的典范之作，
它雄辩地说明：一个作家不管创作什么类型的作品都不应忽略伦理问题，诚如聂珍钊
教授在访谈中所说的，“道德教诲是文学的基本功能” (qtd. in Ross 9)。《公众形象》
对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具有深刻的伦理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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